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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Currents of Informal Governance Amidst Old Neighborhood Regeneration
ZHAO Nannan, LIU Yuting, WEN Hong

Abstract: China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urban renewal to

community-based micro-regener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communicative and participa‐

tory planning approaches have been highlighted. Guangzhou's informal governance en‐

deavor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planning innovations that

can foster proactiv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stakehold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

ies of informal governance in the Enninglu, Dongcheng, and Pantang Communit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verse pathways of community collective actions and their im‐

pacts on plan adjustments, policy changes, and governance dynamics. On the one

hand, the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s of Guangzhou's community renewal and gov‐

ernance models, identifying China's distinctive community governance approach cen‐

tered on residents' communities and street offi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analyzes

each case in terms of key actors,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and policy responses.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put forward strategies for formalizing avenues for express‐

ing public opinions, reinforcing mechanisms of planning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

tion, and institutionalizing the roles of community planner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ransforming the model of informal governance from one characterized by antago‐

nization to one embracing consul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Keywords: neighborhood regeneration; informal governance; participatory planning;

micro-regeneration; community planner

在我国城市更新从“旧城改造”到“社区微改造”的转型背景下，“共建共治共享”

的决策模式更加强调社区更新中居民的主动参与和主体作用[1-4]。随着人们私权利

意识与社区归属感的提升、居民专业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资源再配置公平性的诉求强

化，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意愿更加凸显[5-8]。近年来，基于物质空间改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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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社区更新中规划应对非正
式治理的三种行动模式*

赵楠楠 刘玉亭 文 宏

提 要 随着“共建共治共享”“人民城

市”等治理理念不断深化，我国正在推

进的老旧社区更新工作更加注重人居环

境改善、社区活力提升、地方文化保护

和基层治理培育等空间与社会维度综合

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广州

城市更新实践中，以社区为单元的非正

式治理活动频发，亟需探索面向社区主

动参与的规划创新应对。通过广州恩宁

路、东成花苑、泮塘五约等 3个案例实

证，论证老旧社区更新过程中的 3种行

动模式及其规划响应。一方面，梳理广

州社区更新政策发展与治理模式演变，

识别我国以居委会、街道办等基层治理

机构为主要实施主体的特色社区治理体

系。另一方面，从行动主体、协作关系、

制度反馈等 3个方面分析非正式治理行

动轨迹背后的资源配置能力、诉求表达

策略和规划响应结果。提出拓展正式化

意见表达渠道、深化参与式规划与协商

机制、健全规范化社区规划师制度等应

对策略，以推动非正式治理从对抗走向

协商与协作的行动模式。

关键词 社区更新；非正式治理；参与

式规划；微改造；社区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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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行动相关的非正式治理事件层出不

穷，在部分社区中甚至出现“反增长力

量”以抵制更新进程[9-12]，体现了更新规

划制度落后于实践的特征，其背后的深

层问题是对非正式治理行动模式的认知

局限与规划应对不足之间的错位。在国

内外文献中，现有研究集中于对房地产

驱动式城市重建中的“国家—市场”关

系进行讨论，较少关注针对社区尺度非

正式治理行动及其影响的系统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广州案例实证，深

入论证老旧社区更新中非正式治理的行

动模式及规划响应，并进一步提出促进

“社区—社会”共享改造成果、提升更新

规划实效、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规划应

对策略与政策建议。一方面，系统梳理

广州社区更新政策发展与治理模式演变，

归纳面向非正式治理行动的“行动主

体—协作关系—制度反馈”分析框架；

另一方面，针对广州恩宁路、东成花苑、

泮塘五约等 3个具有差异化特征的社区

更新案例开展深度实证，以论证非正式

治理的行动模式及其制度反馈，并凝练

相应的规划响应和应对策略。

1 广州从“危旧房改造”到“社

区微改造”的老旧社区更新政策及

治理模式演变

1.1 广州老旧社区更新政策发展历程

狭义上，广州社区更新的制度建立

可追溯到 1987年“危房改造建设管理

所”的成立。在随后30年间，广州城市

建设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其城市更

新与社区发展理念与实践也在不断演变。

21世纪以来共经历 3个政策阶段，对应

不同的规划安排与治理模式，见表1。
第一阶段是大事件驱动下的政府主

导式内城重建。大运会、六运会、亚运

会等大事件，推进了六运小区、恩宁路

旧城改造、猎德村重建等一系列社区建

设和改造项目。这一阶段的社区更新政

策以“危旧房改造”为标志 （1987—
2020年），以政府主导的城市空间综合整

治和内城社区拆除重建模式为主。

第二阶段是市场参与下城市存量社

区改造和优化，更新政策体现出分化特

征。一方面，针对旧城、旧厂、旧村城

市存量土地资源，广州以“三旧改造”

政策（2009年至今）为驱动，开启了市

场参与下的大规模房地产驱动式城市存

量土地再开发。另一方面，针对城市老

旧居住区，发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政 策① （2008—2021 年）。 据 统 计 ，

2000—2016年间广州共有1616个电梯加

装项目，而 2016—2018年间数量达到

2590个，体现了老旧社区对于加装电梯

的实际需求增长，也侧面反映了该政策

的逐步制度化与常规化。

第三阶段是强调社区主体角色的

“微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 （2016年至

今） [13]。广州 2016年在《广州市城市更

新办法》首次提出“微改造”创新模式，

2017年被列入全国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

市。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发布，开启城市存量空间提质迈向老旧

小区微改造的新阶段。据统计，2019—
2022年全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工共计

约16万个，以基层政府主导、社区参与

下的环境整体提升和人居环境改善模式

为主[14]。总体而言，规划制定、审批与

实施的决策权逐步从市政府下沉到区政

府和街道办层面，表现出“自上而下式”

规划制度安排和“自下而上式”社区非

正式治理行动相结合的作用轨迹。

1.2 面向广州老旧社区更新的非正式治

理行动分析框架

1980年代以来，随着公众权利意识

的深化，城市研究相关国外文献开始关

注市民和社区居民为争取城市权利而采

取的非正式治理 （informal governance）
行动[15-16]。在西方语境中，以社区为主

导参与项目发起、人员招募、方案比选

等过程的社区发展计划，在英美国家已

形成相对稳定的实践模式。但是，我国

仍处于由增量发展迈向存量提质的转型

阶段[17-18]，强调政府在组织协作活动、

提供制度平台、推动规划实施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19-20]，表现出我国特色化的社

区治理体系。

因此，本文构建“行动主体—协作

关系—制度反馈”的分析框架（图 1），

论证老旧社区更新过程中非正式治理行

动的形成轨迹、作用路径和规划响应，

以补充国内外社区尺度非正式治理的相

关理论视角。其中，“非正式治理行动”

指代多元行动主体在社区更新触媒下主

动参与规划制定、实施和反馈的集体行

动过程。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

非正式治理更强调发挥社区主体或基层

治理机构的能动作用，聚焦多元行动主

体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形成的新兴社会关

系或协作治理网络。

表1 广州社区更新政策演变阶段
Tab.1 Stages of policy evolution of neighborhood regeneration in Guangzhou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政策和文献资料整理

话语阶段

具体政策

主导时期

行动主体

空间尺度

规划及治理
模式

改造目标

规划条件

重要政策
节点

旧城改造

棚户区改造
（危旧房改造）

1987—2020年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城市

政府主导、拆除重建、综
合整治

内城整体环境改造和城
市基础设施供应

政府主导的土地征收或
公房收储

1987年，广州成立“危
房改造建设管理所”负
责危房改造专项事务

城市更新

三旧改造

2009年至今

地方政府、开发企业、
产权主体

城市、街区

市场主导、拆除重建、
成片连片整治

存量土地资源再利用
和片区经济发展

政府主导的土地出让
和控规编制

2009年，广东省推进
“三旧改造”政策，提
出成片连片改造模式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2008—2021年
基层政府、
社区业主

社区

业主协商、社区报批、控
规调整

既有住宅
适老化改造

业主协商共识达成

2008年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布《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的指导意见》，2016年
广州出台《既有居住建

筑增设电梯办法》

微改造

老旧小区微改造

2016年至今

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开
发企业、社区居民

街区、社区

政府主导、社区参与、整
体改善

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提升

改造前摸查，纳入年度计
划以获取财政补助

2016年广州《城市更新办
法》提出“微改造”，2020
年国务院发布老旧小区

改造23号专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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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对抗式”“协商式”到“协

作式”的社区非正式治理行动模式

与制度反馈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焦点小组、

参与式行动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剖析

恩宁路、东成花苑、泮塘五约等三个案

例中非正式治理的行动主体、协作关系

及其规划响应。见表2。

2.1 恩宁路微改造案例：个体网络联盟

投诉式行动模式

恩宁路案例中，非正式治理的行动

主体主要从个体尺度出发，通过网络联

盟的形式进行意见表达和投诉。自 2006

年启动至今，恩宁路片区的更新理念经

历了从旧城改造式地块整体开发、原貌

梳理式城市景观重塑，到功能置换式

“微改造”的演变[21]（图2），治理关系从

单一的“政府—居民”二元关系，发展

到包含政府、居民、开发商、媒体、与

其他市民等多元主体的复杂关系网

络[22-23]。本研究识别了恩宁路更新过程

中的两次非正式治理行动，参与者以反

对联盟的形式实现了治理尺度的转换，

并获取与政策制定者对话和协商的

机会[24-25]。
第一次非正式治理行动发生在恩宁

路早期拆迁阶段（2007—2011年）。受拆

迁工程影响，居民与地方媒体、NGO组

织及民间关注小组等热心市民形成反对

联盟，通过集体抗议、个体投诉、媒体

报道等方式进行诉求表达，并寻求更多

社会关注。最终推动拆迁政策延期、更

新方案调整、更新话语转变等制度反馈。

例如，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荔湾区政府

于2009年颁布拆迁延期公告，并根据居

民意见陆续调整了恩宁路相关更新规划

方案，逐渐提高拆迁改造赔偿标准，最

终推动该街区更新的价值转变与话语转

型，体现为更新政策的重点从拆除重建

转向城市景观整治与历史文化保护等。

第二次非正式治理行动发生在开发

商介入后的恩宁路微改造阶段（2017—
2019年）。2016年，开发商主导下的永

庆坊微改造项目启动。然而，以创意街

区商业开发为主导的更新方案受到在地

居民反对，由于规划参与机制的不完善，

社区居民的意见和诉求难以通过制度化

的渠道传递给规划团队或政府。受前一

轮的对抗活动影响，政府主体对社区参

与机制进行了反思和调整。2018年9月，

荔湾区政府成立首个“共同缔造委员

会”，以实现包含政府、市场、居民、社

会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的首次面对面

交流（图 3）。该制度在广州随后开展的

其他社区更新项目中推广，并成为广州

表2 三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制度结构及社区行动一览表
Tab.2 The profile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community actions of three cases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实地考察和相关规划文本整理

项目

案例概述
规划安排

非正式治
理行动

项目地点

建造年代

改造时间

规划范围

人口规模

资金来源

决策主体

行动主体

协作关系

诉求表达

过程手段

资源基础

行动轨迹

制度反馈

恩宁路微改造

荔湾区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

1930年代

2016年至今（2006年启动旧改项目）

11.37万m2
现状共400多户

市场资本

区政府、街道办、开发商

个体反对者

网络化话语联盟
（居民、地方媒体、专家学者，NGO组织）

从抵制拆迁到要求公私房改造同权

政府热线投诉、集体抗议、联名信访、媒体报道等
对抗活动

对抗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私人产权的合法性

个体投诉式
外部对抗活动

拆迁政策延期
更新规划调整

成立共同缔造委员会

东成花苑老旧小区改造

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1995年
2019—2020年
3.03万m2

现状共946户
市区财政、居民自筹

区政府、街道办、规划团队

社区协商代表

社区代表动员
（顶楼业主、自治小组、物业公司）

维护既有空间私人产权，寻求政策弹性

顶楼业主联名信访、社区代表前往街道办协
商、自治小组向区政府投诉

正规渠道的充分运用，决策者面对社会问责的
制度压力

社区代表式
内部协商活动

规划模式推广
推动改造政策弹性
社区组织常规化

泮塘五约微改造

荔湾区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

建村始于宋代，现有建筑主要兴建于1960年代

2016年至今（2007年启动旧改项目）

3.2万m2
现状共100多户

市区财政、市场资本

区政府、规划师、文商旅

社区规划师与居民

社区协作伙伴关系
（社区规划师、居民、NGO组织、专家学者）

从公房建筑改造到参与历史文化保育

培育社区组织、组织邻里活动、建构共同目标、生
成集体认同

微改造政策下居民参与决策权，社区规划师的制
度支持

社区规划师介入式
内外协作活动

社区规划师制度推广
地方知识积累

历史保育目标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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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面向社区更新过程中非正式治理的“行动主体—协作关系—制度反馈”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Key actor-Collaborative relation-Institutional feedback") to conceptualize the infor⁃

mal governance in neighborhood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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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社区协作更新模式的一项重要制度

化特征。

总体而言，恩宁路案例中非正式治

理行动表现为个体投诉式的外部对抗模

式（图 6）。反对者采取组建网络联盟、

扩大社会影响、个体投诉式对抗活动等

方式进行自下而上式意见表达，试图突

破既有制度的制约性，推动拆迁政策调

整、规划方案修改、建立新的意见反馈

平台等政策变化，并且由于反对联盟的

组建，逐渐改变了决策过程中的治理关

系。在此模式下，对抗者背后的资源来

自早期的社会舆论影响和后期的私人产

权合法性固化。

2.2 东成花苑老旧小区改造案例：社区

代表协商式行动模式

东成花苑案例中，非正式治理的行

动主体主要通过社区代表的形式进行组

织动员和对外协商。2018年，东成花苑

改造项目启动前期筹备工作，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以达到改造前工作标准，并引

入规划团队进行适老化改造方案编制，

于2019年完成基本改造内容（图4）。在

此案例中，在制度相对滞后的情况下，

社区更新出现责任主体模糊、反馈机制

缺位、固有利益分化等问题，特别是社

区更新过程中利益协调和共识达成的过

程尤为艰难。本研究识别了东成花苑微

改造过程中的两种社区动员路径。

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规划动员过程

体现在前期筹备阶段以天园街道办等基

层治理机构主导的非正式治理行动。

2018年 6月，街道办建立建管委，负责

动员社区居委和物业公司，开展改造前

的环境整治工作，并要求顶楼居民清理

天台围院的杂物并拆除自行搭建的构筑

物。然而，由于政策发布仍采取楼栋张

贴告示的传统形式，缺少与社区居民的

沟通和在地的社区条件评估环节，引起

许多居民的不理解和不支持，特别是天

台的私人空间产权受到影响的顶楼业主，

因此引发自下而上的社区动员。

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社区

动员过程，体现在政策实施阶段，以受

拆违政策影响的顶楼业主主导的非正式

治理行动。2018年 9月，业主借助新媒

体主动寻找其他具有共同关心事务的居

民，并建立居民自治小组。一方面，成

图2 恩宁路改造前后实景示意
Fig.2 Photos of Enninglu before and after the regeneration

图3 恩宁路“共同缔造委员会”例行会议实景示意
Fig.3 Photos of the negotiation meeting launched by the "co-creation committee"

图4 东成花苑改造前后实景示意
Fig.4 Photos of Dongcheng community before and after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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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分工收集相关产权合法性的支持材料，

以获取与政府公共部门进行协商的机会；

另一方面，小组选取社区代表，在与其

他居民沟通过程中获取支持，并组织签

署联名意见书，由社区代表递交相关政

府部门并进行情况说明，最终促成业主

与政府主体的双向共识和改造政策的弹

性变化。

总体而言，东成花苑案例中非正式

治理行动表现为代表协商式的内部动员

模式（图 6）。其中，行动主体采取内部

联结、组建自治小组、通过社区代表与

政府部门对话等方式，以平衡更新政策

带来的结构制约性。一方面，以组织化

的自治小组促进社区内部的动员与成员

联系；另一方面，以社区代表为主导，

通过业主联名信、意见反映等渠道，寻

求与基层政府直接对话和协商的机会。

在此模式下，社区代表作为协商主体，

其背后的资源一是来自对正规意见表达

渠道的充分运用，二是来自决策者对于

回应基层问题反映的问责制度压力。

2.3 泮塘五约微改造案例：基于社区规

划师—居民伙伴关系的协作式行动模式

泮塘五约案例中，以社区规划师为

非正式治理行动主体，推动基于地方营

造的协作活动。经历荔湾湖公园扩建与

西关广场拆迁项目后，2016年，泮塘五

约启动社区规划师参与下的微改造实践。

由于社区规划师的介入，发挥了联系社

区居民、促进社区赋权的作用，逐渐形

成基于地方营造的“规划师—居民”伙

伴关系，体现了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以

及社区规划师作为中间协调者的重要作

用[26-27]。本研究识别了泮塘五约更新过

程中在社区规划师触媒下形成的“向内

联结协作”和“向外获取赋权”两种协

作模式。

一是自上而下的社区赋权过程，包

括设立非正式经营空间和建立制度化参

与机制。一方面，尽管改造后将原有社

区市场拆除，但社区居民以“前店后居”

的形式，在泮塘五约直街自发形成了一

条具有活力的社区街市，形成非正式经

营空间。另一方面，规划参与机制随着

“泮塘五约共同缔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被

制度化。尽管大部分实际工作由社区规

划师或其他组织承担，但该委员会的成

立标志了社区参与平台的制度化，有助

于深化地方营造过程中的社区赋权。例

如，社区规划师通过该委员会的平台作

用，联系并组织石楹联复原和三官庙门

楼修复的专家评审会议，同时也尝试通

过该委员会平台申请更多的市区财政

支持。

二是自下而上的社区协作过程，包

括组织参与活动和设立共同目标以促进

社区协作。2016年至今，社区规划师已

组织十余次社区活动（图 5）。早期社区

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与居民建立信任，包

括茶话会、摄影展、规划方案介绍会等

传统参与形式。近期社区规划师与居民

开展了更加深入的协作活动。例如，改

造施工过程中发现并出土了历史文物石

楹联，社区规划师因此设立修复文物的

共同目标，与居民共同制作 1∶1模型，

并现场组织居民、NGO组织及相关文保

专家共同商议。通过筹备修复活动，社

区规划师与社区居民形成伙伴关系，通

过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并参与集体决

策，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集体认同。

在此背景下，媒体报道与政府宣传肯定

了泮塘五约作为社区参与更新规划的一

次有效探索，进而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

回到社区，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

性与治理能力。

总体而言，泮塘五约案例中非正式

治理行动表现为基于地方营造的“中间

人”介入式内外协作活动（图 6）。一方

面社区规划师与居民形成协作关系，采

取主动组织或参与社区活动、搭建社区

与社会交流平台、嵌入地方知识共享等

方式，补充既有更新制度中对于社区主

体重视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社区规划

师与地方政府形成制度互补，通过输出

专业知识、联合文保专家、寻找多元资

金等方式，平衡既有更新政策对于历史

文化保护困难以及改造规划资金短缺等

问题。在此模式下，协作主体背后的资

源来自决策参与权和社区规划师制度

本身。

3 基于广州非正式治理实证的老

旧社区更新规划应对策略

3.1 拓展正式化意见表达渠道，推动社

区行动模式从对抗走向协商与协作

广州社区更新实践中的非正式治理

行动表现出个体投诉式外部对抗活动、

社区代表式内部协商活动、“中间人”介

入式内外协作活动等 3种模式，分别具

有推动规划参与制度化、促进非正式治

理模式的公共化延展、推动地方知识嵌

入规划调整等作用。主体间互动关系体

现了社区更新过程中的异质性社会形态

和治理形态。推动社区行动模式从对抗

图5 泮塘五约改造前后实景及参与式规划活动示意
Fig.5 Photos of Pantang community before and after regeneration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tor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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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协商和协作的转变有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建立制度化的反

向意见表达渠道，以缓解老旧社区更新

中的利益冲突和复杂社会关系，提供正

式化的多主体协商机制。二是在规划制

定和实施过程中引入社区规划师等中间

人角色，以推动社区行动主体与决策主

体的协作关系建立。特别是，应前置居

民参与和社区评估活动，以获取社区信

任、了解居民需求、提取规划要素并制

定有针对性的规划策略，推动社区参与

形式从票选方案、意见表达等浅层参与

转向资金共担、自主改造的深度参与，

在此过程中实现社区管理机制和治理体

系的自我完善。

3.2 深化完善参与式规划机制，建立

“规划共策—成果共享—资金共担”社区

协作关系

参与式社区更新规划应以保障居民

参与决策、实现社区凝聚目标为出发点，

进一步拓宽规划参与渠道、深化信息沟

通路径、激励社区共同出资。当前大多

数规划参与活动仍然采用问卷调查、意

见征询、居民茶话会等传统形式，较少

涉及私房改造、经济环境或居住环境变

化等居民核心利益，因此对于激发参与

积极性的作用较为有限。由于老旧社区

中居民的居住时间较长，社区更新规划

应重视邻里依恋和责任认知带来的社区

参与动力，培育社区自管自治意识和能

力，推动公众意识从被动受益到主动增

益转变，引入社区规划师角色充分激发

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以建立“规划

共策—成果共享—资金共担”的社区协

作体系。其中：“规划共策”指通过票选

方案、提议项目、诉求表达等方式，参

与规划编制与决策过程；“成果共享”指

社会与社区形成互惠联盟，在地区经济

发展、产业业态升级、公共空间改善等

方面共享改造成果；“资金共担”指产权

主体在明确权责利关系的基础上，按照

不同比例共担改造资金，充分发挥产权

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社区改造的持续

动力。

3.3 健全规范化社区规划师制度框架，

推动社区治理体系自我完善

基于广州案例实证，社区规划师扮

演了协调居民和政府主体的桥梁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区更新中由于信

息不对称带来的邻避情绪、利益冲突或

沟通失序问题，补充了对于社区层面非

法定规划中公众利益的关注缺位。然而，

必须指出，当前社区规划师制度尚未形

成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在许多委派设计

单位担任社区规划师的更新项目中，存

在社区规划师“责—权—利”关系界定

不清，表现出活动组织积极性不高、在

地信任获取困难、行动实效性参差不齐

等问题。因此，面向非正式治理的社区

更新规划应转变过度追求外部效应的策

略倾向，充分认识到社区规划师引导下

的自组织管理模式有助于缓解对现有政

府主导出资模式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

通过明确社区规划师责权利关系、建立

实施操作规范手册、拓展第三方角色担

任等方式，针对我国各地社区规划师制

度实施效果参差不齐的状况，进一步完

善社区规划师制度体系和规范约束。

4 结语

本文聚焦社区尺度的非正式治理行

动，通过广州恩宁路、东成花苑、泮塘

五约等 3个案例实证，从中微观层面构

建了非正式治理行动分析框架，以论证

更新过程中社区非正式治理的行动模式

及其规划响应，识别我国社区治理体系

的差异化特征。本文界定了 3种非正式

治理行动模式，作为推进我国特色基层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并提出面

向社区非正式治理的规划应对策略，旨

在提升老旧社区更新规划的前瞻性、在

地性和实效性。

第一种模式是恩宁路案例中的主动

式外部对抗模式，主要通过个体投诉和

网络化联盟进行反对性意见表达。第二

种模式是东成花苑案例中的被动式内部

协商模式，在受到政策突发影响下，主

要通过社区动员进行响应，行动主体在

社区内部进行组织和动员，并通过社区

代表以正式渠道与外层主体进行协商谈

判。第三种模式是泮塘五约案例中的

“中间人”介入式内外协作模式，其中社

区规划师作为中间协调者发挥了向上传

递意见、向下组织凝聚的作用。本文强

调社区规划师角色的引入，对于提升老

旧社区更新规划实效和治理水平具有积

极意义。一方面，通过开展参与式规划

活动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地方营造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通过专业沟通获取政府

信任，进而获取社区赋权与资金支持开

展协作性活动。在此模式下，非正式治

理行动主体在社区内部进行启发性活动

组织，并通过社区规划师与外层主体进

行协商，获取社区赋权可能和协作支持。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拓展正式化意见

表达渠道、深化完善参与式规划机制、

健全规范化社区规划师制度框架的规划

应对策略，以推动社区行动从对抗走向

协商与协作模式，进一步建立“规划共

策—成果共享—资金共担”社区协作关

系，最终实现以老旧社区更新为触媒的

社区治理体系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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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三个案例中非正式治理行动模式示意
Fig.6 Models of informal governance actions in thre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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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加装电梯”政策最初作为一项单独立项

规划内容嵌入控规调整工作，近期成为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一项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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